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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对于保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借
助“低丘缓坡”试点这一增加用地指标的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土地供给
对于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并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角度进行了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增
加土地供给会缓解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变，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
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出让结构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途径，
而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其面临的土地利用集约化压力是上述途径发挥作用的内
在原因。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变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对当前建设用地
管理模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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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Suppl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Operating Cities by Local Government 
Abstract: Alleviating the problem of service-oriented economic structure is crucial to 

ensure sustained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land suppl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ing cities by local government. The specification use a pilot project that 
increased land quota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creasing 
land supply prohibi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ing to service-oriented. It remains robust 
after some robustness checks.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leasing structure is a channe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dependence on land finance and 
the pressure of intensive land usage are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China's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enrich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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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制造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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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标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然而，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问题，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出的比重自 2008 年后不断上升，

从 2008 年的 0.91 上持续上升到 2016 年的 1.30，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成为影响中国

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张辉, 2015; 宣烨, 2019)。在此背景下，保证制造业持续、

高质量发展，防范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至关重要。 
要防范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便要洞悉产业结构转变发

生的原因。现有研究从宏观经济发展规律(Clark, 1957; Kuznets, 1971)、经济金融化的趋势

(King, 2016)、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张成思、张步昙, 2016)等许多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转变

的原因。除此之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不可忽

视。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存在经营城市行为(冯更新、庞玉萍, 2003)，其通过出台相关政

策，调整资源配置，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城市的发展目标，这也会对城市产业结

构产生巨大影响。然而，目前却少有研究对于这一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由于土地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一个重要工具(周敏, 2017) ，所以本文实证检验了在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作用下，土地供给如何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借助“低

丘缓坡”试点这一增加用地指标的外生冲击，本文通过双重差分估计发现：第一，增加城

市建设用地供给会降低城市服务业比重；第二，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过程中对于土地财政的

依赖和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压力是其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第三，土地供给通过影响城市中

出让的土地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增加土地供给不仅会降低服务业用地占比，也有利于服务

业内部用地结构优化。 
本文的创新点和边际贡献可能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加深了对于经济结构

“去工业化”的理解。当前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从宏观趋势和微观企业两个维度入手(Harvey, 
2005; 张成思, 2019)，本文将这支文献与研究中国土地制度(Deng et al, 2011; 刘守英, 2018)
的文献连接起来，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视角提供了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一个解释。 

第二，本文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经济效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地

方政府会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行竞争(周黎安, 2004)，因此，地方政府会采取经营城

市的策略，以完成区域发展目标，加快经济发展。尽管许多文献探讨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

的问题，但是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经营城市的内涵梳理、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周敏，2017；
洪银兴、周诚君，2003），少有研究实证检验经营城市的经济效应。本文则填补了这一缺

憾，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三，本文的识别策略较好地解决了研究土地供给问题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更

加准确地评价了当前建设用地管理方式。目前相关研究往往是利用土地出让数据，然而这

种数据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下的均衡结果，因此存在联立方程偏误。本文主要识

别策略利用了城市进入“低丘缓坡”试点导致用地指标的增加，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进行

估计，能够有效地克服内生性问题，实现更准确的评估。另外，本文也利用了土地出让的

微观数据，由此可以分析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为地方政府影响产业结构的实现途径

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验证据。精确、细致的识别可以对当前的建设用地供给模式进行更准

确的评价，这在当前土地计划管理方式产生重要变革的时期 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① 当前，中央正在推动多项针对土地计划管理方式的改革。例如，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动土地计划指标更加合理化”。 



 

（一）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存在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业为主，再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趋势(Clark, 1957; 
Kuznets, 1971)。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出现“脱实向虚”问题的逐渐凸显，学者对造成

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上制造业利润率下降是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王国刚, 2018; 张月友等, 2018)，而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谢家智等, 2014; 彭俞超、黄志刚, 2018)。此外，也有研究从微观企业的视角进

行了研究，认为非金融企业通过金融渠道的获利增加是微观企业“脱实向虚”的原因(张成

思、张步昙, 2016)，特别是股东价值论的兴起也促使企业更倾向于金融投资而非固定资产

投资(Froud et al, 2000; 张成思, 2019)。还有大量研究探究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Gulen & 
Ion, 2015; 彭俞超等, 2018)、企业经营情况(胡奕明等, 2017)、企业高管的个人特征(杜勇等, 
2019)等诸多因素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现有文献和本文最相关的是关于土地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目前，此类文献主要从

“土地财政”的角度切入，并得到了富有争议的结论。一部分研究发现，土地财政使城市

过度扩张，更倾向于发展房地产等一般性的服务行业，从而出现过度服务化、产业结构虚

高的情况(郭志勇、顾乃华, 2013; 赵祥、曹佳斌, 2017)。另外一些研究借助地方政府差异化

配置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的视角，发现土地财政虽然有助于工业发展，但会抑制服务业

发展(李勇刚、王猛, 2015)。虽然这些研究得到的结论具有差异，但共同说明了土地要素会

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现有文献关注了土地问题对于产业“去工业化”的影响，但是却少有研究直接检

验土地供给数量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研究土地供给会普遍面临的识别的

内生性问题。现有研究往往是利用土地出让数据，然而这种数据反映的是供给和需求共同

作用下的均衡结果，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会导致有偏的估计结果。然而，关注土地供给

数量十分重要，因为土地供给数量是政府直接的政策抓手，中央政府通过分配给各地区的

土地指标平衡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也会通过调整出让给各产业的土地数量促进产业发展。

因此，研究土地供给数量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框架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一般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对城市资源进行重组与配置，提升城市竞争

力，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周敏, 2017; 洪银兴、周诚君, 2003)。在经营城市过程中，由于建设

用地的一级市场由地方政府垄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策略性地配置建设用地，从而推动城

市经济更好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将土地用作经营城市的工具（闫昊生等，2019），

其原因具体如下： 
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利用土地供给影响城市发展的动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更好的

经济发展而进行竞争是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周敏, 2017)。为了在竞争中

取得更好的结果，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调整地方资源配置，对城市进行经营。土地作为地

方政府重要的政策资源，地方政府有动力将其作为经营城市的工具，此类研究也得到了大

量实证研究的验证(Tao et al, 2010; 孙秀林、周飞舟, 2013; 郑思齐等, 2014)。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利用土地供给影响城市发展的能力。在当前中国的建设用地

制度下，建设用地受到用途和数量的双向管制(刘守英、杨继东, 2019)，地方政府年度可出

让的建设用地数量受到上级政府分配的指标约束，但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政策法规的

框架内，地方政府可以决定出让土地的结构(余吉祥、沈坤荣, 2019)。《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划编制规范》中规定：“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按行政辖区、城市功能区、住房

和各业发展用地需求、土地用途和供应方式，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进行分解”。

总之，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决定土地出让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 
由于国内现行的土地供给制度下，地方政府可以供给的土地数量又受到上级政府土地

指标的制约。因此，在当外部给定的土地供给数量发生变化时，地方政府配置土地的结构

会相应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城市的产业结构。根据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内在差异，以及地

方政府差异化配置土地的逻辑，假设城市面临土地供给缩紧的冲击时（如果土地供给增加

同理），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将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其原因可能存在如

下两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出让给服务业。当前，土地出

让金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一般预算收入往往仅能维持政府和相关行政事业

单位的基本运转(雷潇雨、龚六堂, 2014)，而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的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葛扬、岑树田, 2017)。当可出让的土地总量缩小时，

在保证地方建设的财政收入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会更倾向增加价格较高的住宅和商服等建

设用地的出让数量，而牺牲工业用地的供给。①现有的实证分析也支撑了这一论断，例如

有研究发现在土地财政的压力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陈志勇、陈莉莉, 2011)；在土地财政

的刺激下，房地产等消费性服务过度发展，导致产业结构虚高(郭志勇、顾乃华, 2013)。 
第二，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压力也会使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指标缩紧时，更倾向于发展

服务业。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是当前土地利用政策的重点，例如 2012 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

于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2013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开

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指导意见》，2014 年国土资源部进一步颁布《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规定》，这些文件都重点强调了加强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并且为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

集约利用土地新要求。由于服务业的集约化程度显著高于制造业(陈江龙等, 2014)，因此，

在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导向下，当地方政府面临的土地指标收紧时，地方政府也会更加追求

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因此会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这既能满足土地集约化的考核，也会使

单位建设用地产出更大的价值。这个逻辑不仅与现有学术研究相符(陈伟等, 2012)，也与现

在许多工业园出现了服务业化的倾向的现实高度吻合。② 
综上，在土地指标缩减时，地方政府具有发展服务业的动力，同时，当前的土地供给

制度下，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由地方政府垄断，因此，地方政府也具有将更多的建设用地出

让给服务业的能力。综上，我们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说： 
假说 1：缩减建设用地供给会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土地供给会缓解产

业结构的“去工业化”。 
假说 2：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其面临的土地利用集约化压力是假说 1 成立

的内在原因。 
假说 3：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建设用地的供给结构，进而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 

 

三、研究设计 

                                                        
①
 这一现象与陶然等（2007）提出的“双二手供地”策略并不矛盾。“双二手供地”分析的是地方政府

在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的配置逻辑，是土地供给的结构。而这里的分析则是在协调配置逻辑的基础上，

当土地供给指标发生变化时，土地供地结构的变化情况。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②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跑出转型“加速度”》，详见

http://js.people.com.cn/n2/2018/0928/c360301-32109499.html。 



 

（一）识别方法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土地供给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所以最基本的估计方式是

对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𝑦𝑦𝑟𝑟𝑟𝑟 = 𝛼𝛼0 + 𝛽𝛽1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𝑟𝑟𝑟𝑟 + 𝛼𝛼𝑋𝑋𝑟𝑟 + 𝛿𝛿𝑡𝑡 + 𝜇𝜇𝑟𝑟 + 𝜖𝜖𝑟𝑟𝑟𝑟                 （1） 

其中， 𝑦𝑦𝑟𝑟𝑟𝑟是核心被解释变量，衡量城市的产业结构，t 和 r 分别代表时间和城市；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𝑟𝑟𝑟𝑟
为核心解释变量，衡量城市土地供给情况；𝑋𝑋𝑖𝑖𝑡𝑡为控制变量，其具体设置参见下文；𝛿𝛿𝑡𝑡为时

间固定效应；𝜇𝜇𝑟𝑟为城市固定效应；𝜖𝜖𝑗𝑗𝑗𝑗𝑗𝑗为随机扰动项。 
尽管双向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但是仍然存内生性问

题。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好，而同时在现行的土地配置方式

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会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余吉祥、沈坤荣, 2019)，这可能对于估

计结果构成威胁。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尝试寻找导致城市土地供给变化的冲击，利用双

重差分对的方法进一步进行估计。 
2011 年之后推行的“低丘缓坡”试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当城市入选低丘

缓坡试点后，可以利用的建设用地面积得到一个外生的增加（详见下文），这相当于城市

的土地供应量受到了一个向上的冲击。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如下方程进

行估计：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𝛽𝛽1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𝛿𝛿𝑡𝑡 + 𝜇𝜇𝑟𝑟 + 𝛼𝛼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𝜖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2） 

其中，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是代表一个城市是否进入低丘缓坡试点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的含义与

方程（1）中相同。①在此设定中，处理组为进入低丘缓坡试点的城市，在本文的样本中共

有 68 个城市进入了处理组，而没有进入试点的城市为对照组。那么通过对方程（2）进行

估计，得到的估计系数𝛽𝛽1，代表了进入低丘缓坡试点导致的城市土地供给上升对产业结构

的影响。 
（二）低丘缓坡试点政策背景 

低丘缓坡试点是指为了解决保护生态和保障发展的问题，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

允许部分试点城市对高度在相对高差小于200米的低丘和坡度在25度以下的缓坡以及荒滩、

沟壑等未利用地进行开发利用。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了保证耕地数量以及

生态安全，国家对土地实施了用途上的管制，要求只有城镇建设用地才可用于工业、服务

业的开发利用。然而，这些限制造成了部分城市发展空间受限，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国土资源部出台《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试点

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开展低丘缓坡试点，允许试点城市对于低丘

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进行开发利用。 
根据《指导意见》，低丘缓坡试点的入选流程如下：首先，国土资源部根据是否存在

相对大规模的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确定进入试点的省（区）；然后，试点省（区）

制订试点工作方案，确定试点市县和项目、明确开发利用规模、各试点项目范围和建设期

限；最后，试点项目需编制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开发利用专项规划，经国土资源部

批准后方可实施。2011 年起国土资源部确定了浙江省等 16 个省份开始试点工作，并陆续

批复了 74 个试点城市（州）的建设方案。② 
城市进入低丘缓坡试点后，其可供给的建设用地数量得到了增加。根据《指导意见》，

                                                        
① 方程中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效应，因此也控制住了处理前、处理后，处理组、对照组的差异，

因此结果可以解读成双重差分的结果。 
② 因为这里的试点既包括了地级市也包括了地、州，而本文实证部分利用的是地级市样本，所以此处试

点数量多于处理组的城市数量。 



满足条件的试点城市可以依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调整可利用建设用地的规模，

国土资源部也规定可以根据试点城市的实际需要，单独安排低丘缓坡用地的指标。由于低

丘缓坡试点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宝贵的建设用地资源，因此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入选试点的 10 个县市编制了低丘缓坡专项规划，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 1792 公顷。这说明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增加了试点城市的建设用

地供给。①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低丘缓坡试点来识别土地供给增加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这个识别方式的一个核心威胁在于低丘缓坡的土地指标是否被用于特定产业。如果低

丘缓坡的土地主要被用于发展特定的产业，那么可能造成估计结构的偏误。因此，我们查

阅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文件，结果并没有发现这一现象。以《兰州市低丘缓坡沟壑等未

利用地综合开发利用试点项目耕地补充方案》为例，五个主要的试点项目分别为兰州市城

关区青白石未利用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碧桂园兰州新城项目、兰州市城关区三条岭未利

用地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兰州生态文化创新城项目、五矿兰州钢铁物流园项目。其中既有

以服务业为主也有以工业为主的项目。说明地方政府可以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根据自身

需要灵活设定这部分建设用地的用途。 
综上，城市入选低丘缓坡试点后，其可以利用的建设用地面积得到相对外生的增加，

即城市的土地供应量受到一个向上的冲击。因而，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冲击，研究土地供给

增加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本文核心关注的问题是城市产业结构有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因此核心的被

解释变量设定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另外本文也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城市 GDP
的比重作为另一个刻画产业结构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指标，从而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是否进入低丘缓坡试点（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该变量的认定方法如

下：在一个城市得到国土资源部认可、进入低丘缓坡试点之后的年份𝑑𝑑qhp𝑟𝑟𝑟𝑟设定为 1，对

于从未入选的城市和尚未入选的年份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设定为 0。另外，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

个直辖市的政治、经济特征与其他城市存在较大差别，故本文剔除了这四个直辖市的样本。 
控制变量包括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产业发展的变量，其中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和政府强度等方面。具体而言，本文控制了人均 GDP
及其平方项、总人口的对数、道路面积对数、高校学生数占人口的比重和政府支出与 GDP
的比值。 

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低丘缓坡试点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中国知网年鉴、中国知网

政府文件数据库及各省、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官网，具体方法为在上述数据库及网站中查找

“低丘缓坡”关键词，逐条筛选各项搜索结果，整理出被国土资源部列入低丘缓坡试点的

城市及试点开始的年份。其中，对于同一个城市存在多个试点的情况，以最早被列入试点

的年份为准。其他城市层面的变量来源于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泰安

数据库，数据年份是金融危机后的 2008 年到 2016 年。最后，后文的分析中还利用了从中

国土地市场网上收集得到的各年土地出让微观数据，按照相关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清理(杨继

东, 2018)，即根据土地出让的电子编码和位置信息，删除了重复的样本；并进一步删除了

出让金额超过 255 亿元、非经营性用地超过 10 亿元以及面积超过 500 公顷的样本。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① 《抢抓机遇 探索创新 积极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低丘缓坡地开发》，详见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xxczhjs/dfdt/201610/t20161017_972460.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xxczhjs/dfdt/201610/t20161017_972460.html


third_second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

值 
2,527 0.819 0.403 0.094 4.111 

third_gdp 
第三产业产值占城市

GDP 的比重（%） 
2,527 37.114 8.774 8.580 76.350 

log(land)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2,517 6.352 0.941 -0.248 9.021 

log(land_new)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

积 
2,485 5.810 1.108 -0.357 8.664 

log(gdp_pc) 人均 GDP 2,496 10.698 0.629 8.327 13.056 
log(population) 总人口的对数 2,526 5.851 0.671 2.923 7.244 

gov 政府支出与 GDP 的比值 2,528 0.146 0.105 0.009 1.485 
edu 高校学生数占人口的比重 2,483 5.740 1.115 0.104 7.952 

log(road) 道路面积对数 2,508 -2.487 1.363 -7.042 1.787 

landfis 
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

重 
2,529 1.550 1.700 0.000 31.433 

far 容积率下限 2,527 0.811 0.353 0.000 3.748 
land_service 服务业出让土地占比 2,529 0.759 0.135 0.062 1.000 

 

四、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本结果 

1．双向固定效应估计 
根据理论假说 1，当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减少时，城市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占比会提高。

本文首先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土地供给和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这一假

说进行初步验证，结果如表 2 所示。第 1、2 列分别报告了在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年

份双向固定效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建设用地出让面积、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对于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的影响，估计系数分别为-0.030、-0.017，分别在 1%和 5%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第 3、4 列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结果与第 1、
2 列相似。基础回归结果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显著，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即降低土地供给会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出现经济“去工业化”的倾向。 
表 2  固定效应结果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gdp 

log(land) -0.030***  -0.542***  
 (0.010)  (0.178)  

log(land_new)  -0.017**  -0.453*** 
  (0.007)  (0.137) 

log(road) -0.035** -0.035** -0.543** -0.536* 
 (0.015) (0.015) (0.267) (0.273) 

log(gdp_pc) -1.064*** -1.061*** -19.218*** -19.053*** 
 (0.306) (0.307) (6.367) (6.386) 



log(gdp_pc)^2 0.040*** 0.040*** 0.699** 0.695** 
 (0.013) (0.013) (0.279) (0.280) 

log(population) -0.093 -0.115* -2.950* -3.554* 
 (0.066) (0.066) (1.785) (1.818) 

gov -0.061 -0.041 -0.385 0.028 
 (0.070) (0.070) (0.959) (0.987) 

edu 0.007 0.006 0.033 0.038 
 (0.006) (0.006) (0.108) (0.110)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11 2,383 2,411 2,383 
R-squared 0.905 0.905 0.917 0.91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2．双重差分估计 
上述固定效应模型给出了城市土地供给与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的一个基本关系，但

是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城市进入低丘缓坡试点为缓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本文将

入选低丘缓坡试点视作一项准实验，根据上文的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入选低丘缓坡试点

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如表 3 所示。第 1、2 列报告了只控制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

应，但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入选低丘缓坡试点对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第

三产业占总产值比重的影响，其估计系数分别为-0.044、-0.776，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 
为了进一步降低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加入了城市自身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发展

环境等因素等控制变量，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 3 的第 3、4 列所示。估计系数分别为

-0.033、-0.446，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估计结果一致，

均证实城市入选低丘缓坡试点后，城市服务业占比会降低 ①。这个结果说明增加土地的供

给会缓解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变，支持了文章的核心假说 1。 
表 3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second third_gdp 

dqhp -0.044*** -0.776*** -0.033*** -0.446** 
 (0.010) (0.232) (0.010) (0.226) 

log(gdp_pc)   -1.159*** -20.949*** 
   (0.305) (6.308) 

log(gdp_pc)^2   0.044*** 0.780*** 
   (0.013) (0.276) 

log(population)   -0.093 -3.023* 
   (0.065) (1.727) 

gov   -0.076 -0.682 
   (0.073) (0.979) 

edu   0.008 0.053 
                                                        
① 事实上，“去工业化”概念不仅仅是服务业的产值占比升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是有益的，

需要控制的是金融、地产等行业的过度发展，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

制，我们无法获得分行业的产值数据，我们将基础估计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金融业、房地产业从业人数

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估计系数仍然为负，支持本文的核心结论。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0.006) (0.108) 
log(road)   -0.036** -0.547** 

   (0.015) (0.263)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27 2,527 2,423 2,423 
R-squared 0.892 0.907 0.905 0.917 
注：同表 2。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方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如果处理组和

控制组的关键变量变化趋势不同，那么双重差分无法准确估计出政策效应。为进一步验证

研究设计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借鉴事件研究（event 
study）的方法，本文将基础模型中城市入选低丘缓坡试点的虚拟变量替换为代表城市入选

试点第几年的虚拟变量，将回归方程改为方程（3）的形式，其中𝐵𝐵𝑘𝑘代表入选低丘缓坡试

点的前𝑘𝑘年，𝐴𝐴𝑘𝑘代表入选低丘缓坡试点后第𝑘𝑘年，其余变量含义与基础回归相同。这样𝐵𝐵𝑘𝑘和
𝐴𝐴𝑘𝑘的估计系数则体现了入选低丘缓坡试点的动态效应。 

𝑦𝑦𝑟𝑟𝑡𝑡 = 𝛼𝛼0 + ∑ 𝛽𝛽𝑘𝑘B𝑘𝑘
3
𝑘𝑘=1  + ∑ 𝛽𝛽′𝑘𝑘A𝑘𝑘

7
𝑘𝑘=0 + 𝛼𝛼𝑋𝑋𝑟𝑟𝑡𝑡 + 𝛿𝛿𝑡𝑡 + 𝜇𝜇𝑟𝑟 + 𝜖𝜖𝑟𝑟𝑟𝑟         （3）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第 1、2 列汇报了只控制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不加

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 3、4 列汇报了控制固定效应外，又加入了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

果。估计结果表明，无论被解释变量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还是第三产业占总产

值比重，事前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在入选低丘缓坡试点后的第二年估计系数均

开始显著为负。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被纳入低丘缓坡试点后，虽然可以获得

更多建设用地指标，但从进入试点，到用地指标批复，再到项目落地以及开始生产会存在

一定滞后，因此两年之后政策效应才得以显现。综上，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符合预期，表

明本文的研究设计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础回归的结果稳健。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second third_gdp 

B3 0.000 0.363 0.001 0.450 

 
(0.022) (0.527) (0.023) (0.556) 

B2 -0.017 0.059 -0.013 0.162 

 
(0.022) (0.516) (0.021) (0.515) 

B1 -0.031 -0.440 -0.027 -0.334 

 
(0.022) (0.518) (0.022) (0.521) 

A0 -0.031 -0.399 -0.026 -0.172 

 
(0.021) (0.504) (0.021) (0.512) 

A1 -0.035 -0.413 -0.023 -0.020 

 
(0.022) (0.523) (0.022) (0.533) 

A2 -0.072*** -1.236** -0.057** -0.788 

 
(0.024) (0.548) (0.024) (0.553) 

A3 -0.104*** -1.735*** -0.078*** -1.088* 

 
(0.027) (0.599) (0.027) (0.596) 



A4 -0.144*** -2.398*** -0.118*** -1.624** 

 
(0.029) (0.677) (0.029) (0.690) 

A5 -0.030 -0.061 -0.033 0.040 

 
(0.037) (0.873) (0.049) (1.238) 

A6 -0.045 -1.111 -0.061 -1.341 

 
(0.068) (1.250) (0.064) (1.185) 

A7 -0.096** -0.533 -0.086** -0.176 

 
(0.046) (1.054) (0.040) (0.946) 

log(gdp_pc) 
  

-1.173*** -21.310*** 

   
(0.306) (6.341) 

log(gdp_pc)^2 
  

0.045*** 0.802*** 

   
(0.013) (0.277) 

log(population) 
  

-0.078 -2.757 

   
(0.064) (1.716) 

gov 
  

-0.076 -0.631 

   
(0.073) (0.975) 

edu 
  

0.007 0.044 

   
(0.006) (0.108) 

log(road) 
  

-0.034** -0.509* 

   
(0.015) (0.26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527 2,527 2,423 2,423 
R-squared 0.893 0.908 0.905 0.918 
注：同表 2。 

2．匹配双重差分方法 
上述识别策略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当上级政府确定低丘缓坡试点城市时，会考虑到

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将具有更多低丘缓坡的城市纳入试点，因此处理组

和控制组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影响二者的可比性。因此，为了增加二者可比性，

我们采取 PSM-DID 方法进行估计(Rosenbaum & Rubin, 1983; Rosenbaum & Rubin, 1984)。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根据是否曾经进入低丘缓坡试点将城市分为两组，试点城市为处理组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𝑟𝑟等于 1），非试点城市作为控制组（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𝑟𝑟等于 0），利用 logit 模型对（4）式进

行估计，得到城市进入试点的概率𝑃𝑃𝑐𝑐，以其作为倾向得分，其中𝑋𝑋𝑐𝑐包括城市坡度、崎岖度

等自然地理条件和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根据估计得到的倾向得分，利用最近邻

匹配的方法，为入选的试点城市匹配控制组，最后利用匹配得到的样本，重新对（2）式进

行估计。 
𝑃𝑃𝑐𝑐 = 𝑃𝑃𝑟𝑟{𝐿𝐿𝑐𝑐 = 1|𝑋𝑋𝑐𝑐} = ∅(𝑋𝑋𝑐𝑐′𝛽𝛽)                       （4） 

在估计之前，我们进行平衡性检验。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图如

图 3 所示，在匹配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倾向得分存在重叠，满足共同取值假设，而在

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倾向得分分布趋于一致，说明匹配的结果良好。因此，本文的

匹配处理效果较好，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处理组和控制组城市特征差异对估计的影响，从

而得到由于入选低丘缓坡试点而导致的城市土地供给提升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图 1  匹配前（左图）、后（右图）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图 

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的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第 1、2 列汇报了只控制城

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不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的估计结果，低丘缓坡试点的估计系数分

别为-0.063、-1.120，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第 3、4 列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估计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因此，利用匹配后的样本估计结果与基本结果一致，说明低丘缓坡试

点带来的建设用地供给增加能够降低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进一步验证了基本结果的稳健

性。 
表 5  匹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second third_gdp 

dqhp -0.063*** -1.120*** -0.053*** -0.694** 
 (0.015) (0.299) (0.014) (0.284) 

log(gdp_pc)   -1.178*** -22.216*** 
   (0.361) (6.525) 

log(gdp_pc)^2   0.044*** 0.789*** 
   (0.016) (0.302) 

log(population)   -0.108 -4.978* 
   (0.140) (2.873) 

gov   -0.103 -1.752 
   (0.114) (1.397) 

edu   0.011 -0.075 
   (0.009) (0.162) 

log(road)   -0.069*** -1.346*** 
   (0.027) (0.401)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259 1,259 1,206 1,206 
R-squared 0.864 0.909 0.884 0.921 

注：同表 2。 

3．安慰剂检验 
最后，为保证识别出的政策效应来源于城市入选低丘缓坡试点，而不是其他未观测到

的因素，本文参考之前研究的做法(Chetty et al, 2007; 黄张凯等, 2016)，采取如下方式进行

一系列安慰剂检验。因为从2011年起一共有4个年份国土资源部新增加了低丘缓坡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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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样本中新增加的城市数目分别为 9 个、41 个、10 个和 8 个，所以我们在 2008 年到

2016 年 9 个年份中随机抽出 4 个年份作为假设的增加低丘缓坡城市试点的年份，在第一个

假设的年份中，随机抽取 9 个城市作为假设的低丘缓坡试点，在第二个假设年份中，不放

回地随机抽取 41 个城市作为假设的低丘缓坡试点，以此类推直到第 4 年，得到一个与基础

回归数据结构相类似的“安慰剂”处理组。接下来用与基础回归相同的方法估计“安慰剂”

组的处理效应，如果基础回归结果无误，那么“安慰剂”组的处理效应应当不显著并且接

近于 0。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 500 次，并对基础回归估计结果和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进

行比较。 
结果如图 2 所示，图中的散点标出了安慰剂回归的估计结果，左图的被解释变量是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例，右图的被解释变量是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例。垂直于 x
轴的直线标明了基础回归的估计值。安慰剂组的估计系数呈现出以 0 为中心的、接近于正

态分布的分布模式，而基础回归的估计值位于安慰剂回归分布的左侧尾端。这说明有较强

的信心认为对实际政策效应的估计并非出于统计上的偶然，进一步支持了基础回归中得到

的入选低丘缓坡试点会降低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化趋势的结论。 

 
图 2  安慰剂检验 

 

五、进一步分析 

 
（一）内在原因分析 

基本估计结果验证了缩紧土地供给会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那么其内在的原因

是什么？根据理论假说 2，土地供给紧缩推动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动力可能是地方政

府经营城市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财政压力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压力，本部分对这一假说进行验

证。 
1．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 
我们从“调节效应”的角度验证“土地财政”压力的影响。其思路是，如果土地财政

压力是一个影响机制，那么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高，土地供给对于城市产业

结构的影响也就越大。为了识别这个效应，本文在基础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城市土地出

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一变量衡量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及其与

关键解释变量低丘缓坡试点的交互项，其中交互项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的估计系数𝛽𝛽1代表了土地

出让面积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影响是否受到土地财政的影响。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𝛽𝛽1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𝛽𝛽2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𝛽𝛽3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𝛿𝛿𝑡𝑡 + 𝜇𝜇𝑟𝑟 + 𝛼𝛼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𝜖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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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 6 所示。第 1、2 列报告了被解释变量是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时，总

样本和通过倾向匹配得分后所得样本的估计结果，交互项估计系数分别为 0.013、0.015，
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第 3、4 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第三产业占总产值比重，交互

项估计系数分别为 0.334、0.381，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结果说明，如果地方政府对

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提高，那么土地供给增加对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缓解作用变小。

换言之，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缩紧土地供给越会推进产业结构向服务

业转变，这个结果也与赵祥和曹佳斌(2017)的研究相吻合。 
表 6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gdp 

样本 全样本 匹配样本 全样本 匹配样本 

inter_landfis 0.013*** 0.015*** 0.334*** 0.381*** 
 (0.003) (0.004) (0.092) (0.098) 

landfis -0.005* -0.009** -0.110** -0.197*** 
 (0.002) (0.004) (0.048) (0.072) 

dqhp -0.057*** -0.082*** -1.057*** -1.438*** 
 (0.013) (0.018) (0.296) (0.3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23 1,206 2,423 1,206 
R-squared 0.905 0.885 0.917 0.922 

注：我们控制了与基础估计相同的控制变量，由于篇幅限制并未在正文中报告其估计系数，其余同表 2。 

2．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下面我们利用类似的方法验证地方政府土地利用集约化压力这一内在原因。由于地方

政府面临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压力，当地方政府的用地指标更少时，其会更加追求土地的集

约化利用，而服务业利用土地的集约化程度更高，所以土地供给减少时，土地集约化的压

力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 
为了验证这一思路，本文在基础模型（2）中进一步加入代表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的变

量，及其与关键解释变量低丘缓坡试点的交互项，其中土地利用集约化的衡量指标为城市

中出让建设用地的容积率下限 ①，其值越高说明对于土地的容积率要求越高，土地利用的

集约化程度也就越强。同样，交互项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𝑟𝑟的系数𝛽𝛽1代表了土地供给对于城市产业

结构的影响是否受到土地集约化的影响。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𝛽𝛽1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𝑟𝑟 + 𝛽𝛽2𝑑𝑑𝑑𝑑ℎ𝑝𝑝𝑟𝑟𝑟𝑟 +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𝑟𝑟𝑟𝑟 + 𝛿𝛿𝑡𝑡 + 𝜇𝜇𝑟𝑟 + 𝛼𝛼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𝜖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6） 

结果如表 7所示，第1、2列分别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时，

总样本和通过倾向匹配得分后得到的样本的估计结果，第 3、4 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第三

产业占总产值比重，所有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结果说明，如果地方政府的土地集约利用

程度变高，增加土地供给对于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抑制作用变小。换言之，地方政府

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压力越大，缩紧土地供给越会推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化。因此，地方

政府的土地集约化利用压力也是本文假说 1 成立的原因。 
表 7  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影响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微观交易数据，数据中包括了每宗土地的容积率下限，我们在城市—年

份的层面求了平均值。 



  (1) (2) (3) (4) 
变量 third_second third_second third_gdp third_gdp 

样本 全样本 匹配样本 全样本 匹配样本 

inter_far 0.102*** 0.099*** 1.870*** 1.667** 
 (0.026) (0.032) (0.626) (0.710) 

far -0.008 -0.008 -0.160 0.109 
 (0.016) (0.028) (0.305) (0.496) 

dqhp -0.135*** -0.152*** -2.310*** -2.390*** 
 (0.029) (0.037) (0.679) (0.7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23 1,206 2,423 1,206 
R-squared 0.905 0.885 0.917 0.921 

注：同表 6。 

（二）作用途径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过程中的土地财政依赖和土地集约利用压力是土地

供给变化会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影响当地的产业结构呢？正如

上文所述，建设用地是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重要政策工具，地方政府会在上级给定的土地

数量指标下，决定土地配置的结构。因此，我们推测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出让行为是一个

重要的作用途径。 
因此，本文从中国土地市场网上收集了 2008—2016 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出让数据，并

计算出了出让给服务业的土地宗数占总宗数的比重 ①，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在控

制了基础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和城市、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之后，我们分别将土地出让面积、

新增土地面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估计，另外也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总样本和匹

配后样本估计了进入低丘缓坡试点对城市建设用地出让结构的影响。结果如表 8 所示，所

有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供给数量的增加（包括城市进入低丘缓

坡试点导致的用地指标增加），会降低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给服务业的比重。② 
这个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3，即减少城市中建设用地供应，会促使地方政府出让更

大比例的土地给服务业，进而造成城市中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其原因在于，地方政

府有着经营城市的行为，在外部给定的土地指标下，地方政府可以决定土地配置结构，从

而最优化其目标。当外部给定的土地指标减少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向于将土地配

置到土地价格更高的服务业中，在集约利用的压力下倾向于将土地配置到集约程度更高的

服务业中。这将共同导致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服务业的土地供给，而服务业土地供给的增

加则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化。 
表 8  土地供给数量对土地出让结构的影响 

                                                        
①
 之所以选择宗数比例而非面积比例，是由于土地出让宗数直接衡量了城市中落地的项目数，一般而言

一宗土地出让代表着一个新的项目落地，而如果以面积衡量则会混杂不同行业对于土地面积利用率不同

的因素。因此，宗数占比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徐升艳等(2018)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②我们同样检验了低丘缓坡试点对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也会派生出生产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的需求，所以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用地占服务业用地的比重，

对方程（2）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进入低丘缓坡试点会显著提高科技服务业用地的比重，对于生产性服

务业用地占比也有微弱的提升作用。这说明增加土地供给也会影响服务业内部土地出让结构，因此其对

于服务业内部结构也有一定优化作用。 



  (1) (2) (3) (4) 
变量 land_service land_service land_service land_service 

log(land) -0.025***    
 (0.006)    

log(land_new)  -0.021***   
  (0.005)   

dqhp   -0.015* -0.019** 
   (0.008)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13 2,385 2,425 1,207 
R-squared 0.639 0.648 0.638 0.652 

注：同表 6。 

 

六、结论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本文从地方政府

经营城市的视角，研究了城市土地供给变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借助“低丘

缓坡”试点导致的土地指标增加，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 2008—2016 年中国地级城市的

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增加土地供给会缓解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转变，这

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建设用地出让结构

的转变是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途径，而且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其面临的土地利

用集约化压力是其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 
土地供给对于经济“去工业化”的影响内生于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具有深刻的

制度背景。因此，在分析、解决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问题时，仅关注到制造业和服务

业融资难度的差异、利润率的差异等表面现象仍然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解其内在原因。

以本文关注的地方政府行为视角而言，土地财政依赖、土地集约化压力等因素都会促使地

方政府推动产业“去工业化”。一般而言，落后地区土地财政依赖较高，发达地区土地利

用集约化的要求较高，这无疑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缓解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难度和复杂

性。 
最后，关于缓解产业结构“去工业化”问题，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调整供

给，限制性的土地供给是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的源头，如果政策目标单纯是缓解产

业结构“去工业化”，那么放松土地供给管制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第二，改变机制，

由于政府的经营城市行为是这个影响的根源，那么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改变地方政

府的目标函数，切断土地供给向产业结构转化的传导机制也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思路；最后，

优化配置，在给定限制土地供给和地方政府激励等制度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差

异性的土地供给方式，以分类指导的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缓解服务业的过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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